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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的区域差异与空间收敛 

郭炳南 唐利 姜彦彦 张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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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科技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江苏 镇江 212003） 

【摘 要】：利用非意合产出超效率 SBM 模型测度了 2004—2018 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运用 Dagum 基尼

系数分解法揭示了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区域生态福利绩效的差异及来源，并构建 δ收敛和β收敛模型检验了长江

经济带上中下游区域生态福利绩效的收敛性。研究发现：(1)2004—2018 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呈现下游最大、

中游次之、上游最小的阶梯式分布格局。(2)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区域生态福利绩效的空间异质性特征突出，区域间

差距是生态福利绩效区域总体差距产生的主要根源。(3)长江经济带整体、上中下游的生态福利绩效均存在δ收敛

和绝对β收敛，在考虑环境规制、外商投资水平、技术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影响因素后，生态福利绩

效的条件β收敛速度快于绝对β收敛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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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的富民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经济增长的成就世所罕见。然而，在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环境严

重污染、资源过度消耗等问题呈高发态势，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明显短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要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新格局。长江经济带是我国重要的经济轴带，经济总量与人口总量占比为全国的

40%以上，但该流域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污染物排放总量巨大，废水排放总量超过全国排放总量的 40%，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

氨氮的单位面积排放强度是全国平均值的 1.5～2倍，已经严重威胁到了长江经济带的可持续发展。2020 年 11 月 14 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南京强调指出，长江经济带生态地位突出，发展潜力巨大，要将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示范

带。因此，加快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实现长江经济带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的协调发展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的全局，也是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生态福利绩效度量了自然资源消耗所产生的人类福利价值，是衡量经济

增长、社会福利、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准。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

西部三大区域，区域间经济基础、资源禀赋、产业结构、教育水平、外资利用以及环境压力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导致长江经济

带不同区域生态福利绩效可能会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本文通过辨识与分解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区域差异，深入揭

示其差异来源及收敛特征，进而讨论如何实现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的均衡协同发展，这对于长江经济带生态明文明建设和

经济高质量发展有重要现实意义。 

1 文献综述 

生态福利绩效是指单位生态资源投入转化为人类福利产出量的效率。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和人类福

利提升的约束不断增加，关于生态福利绩效的研究逐渐丰富，国内外学者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分析：第一，生态福利绩效水

平的测度。相关测度方法主要有比例法、随机前沿函数法、数据包络分析法等。较多的学者采用比例法，Daly[1]最早将生态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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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表示为服务量与吞吐量的比值。Common[2]、Yew[3]采用比例算法，将其表示为主客观福利与生态足迹的比值。刘国平和朱远[4]、

杨爱婷和宋德勇[5]、付伟等[6]均采用比例算法，用人类发展指数和其他指标来衡量社会福利作为分子，生态足迹或衡量生态消耗

的其他指标作为分母。少数学者采用随机前沿函数法，例如 Dietz 等
[7]
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构建生态福利绩效指数，Knight & 

Rosa[8]采用回归函数中非标准化残差项来衡量生态福利绩效。还有部分学者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例如诸大建和张帅[9]、龙亮军

等[10]、郭炳南等[11]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计算生态福利绩效。第二，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因素。相关因素较多，如经济发展、人口

密度、技术水平、产业发展、对外开放水平等。Rice[12]，Jorgenson & Dietz[13]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是影响生态福利绩效的因

素。Knight[14]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和气候条件是影响生态福利绩效的重要因素。刘国平和诸大建[15]利用对数平均迪氏分解法将影

响生态福利绩效的因素分解为技术效应和服务效应，结果表明技术效应推动中国省域碳排放福利绩效增长，服务效应抑制碳排

放福利增长。彭鹃等[16]研究发现，能源消耗不利于生态福利绩效。冯吉芳和袁健红[17]研究发现，技术进步有利于生态福利绩效。

第三，生态福利绩效地区差异研究。已有文献主要基于指标直接比较法
[18,19]

、泰尔指数法
[20,21]

研究生态福利绩效的地区差异。两

种方法均存在局限性，指标直接比较法无法准确分析区域差异的来源，泰尔指数法在不同组别之间没有考虑子样本的分布情况，

忽略了组内交叉重叠，导致无法识别组间差异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降低了结果的准确性[22]。除以上两种方法，Dagum 基尼系数

法作为一种分析区域差异的新方法，既可以解决样本数据重叠交叉问题，又可以揭示区域差异的具体来源。Dagum 基尼系数法广

泛应用于经济发展质量差异等领域的研究[23]，而应用于生态福利绩效领域的研究文献非常少，仅有邓远建等[24]利用基尼系数分

解法研究了中国生态福利绩效的空间差异。 

已有文献从生态福利绩效的测度方法、影响因素以及区域差异等维度展开了深入探讨，为本文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但尚存在

以下不足：一是从研究对象来看，以往对生态福利绩效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国家、省份、城市等层面，而基于特定流域经济带的研

究偏少。二是从研究区域差异的方法上看，以往研究生态福利绩效多采用指标直观比值法和 Theil 指数法，而 Dagum 基尼系数

法作为一种研究区域差异的新方法，日趋流行，但在生态福利绩效领域的应用尚属少见。三是已有文献多数停留于对生态福利绩

效的测度、影响因素等方面的讨论，尚缺乏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地区差异和空间收敛性的深入研究。 

鉴于此，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一是以特定流域经济带——长江经济带为研究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该区域生态福利绩

效研究的不足。二是利用Dagum基尼系数法揭示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区域差异动态变化趋势及差异的来源。三是基于δ收

敛和β收敛模型讨论了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的空间收敛性。本文对缩小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区域差异，促进长江经济

带生态福利绩效均衡协同发展，实现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和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 研究设计 

2.1 生态福利绩效测度与指标选取 

基础 DEA 模型存在无法分析效率值大于 1 的决策单元效率大小、径向模型多投入或产出比例变化与实际不符等缺陷，为了

克服上述问题，本文采用 Tone[25]提出的超效率 SBM 模型来测度生态福利绩效，同时考虑规模报酬和导向选择问题，选择规模报

酬可变角度下产出导向超效率 SBM 模型，该模型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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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ρ为效率值，模型表示k(k=1,2,…,K)个决策单元利用m(m=1,2,…,M)种投入xk，得到u(u=1,2,…,s1)种产出期望n

产出 ye，以及 τ(τ=1,2,…,I)种非期望产出 yw。s表示投入、产出的松弛量，λj为权重向量，模型中下标“j”表示特定的被

评价单元。x表示投入，ys表示意合产出，yw表示非意合产出；当 0≤ρ<1时，表示决策单位未实现完全有效；当ρ≥1时，表

示决策单位实现了完全有效，且ρ值越大表示效率值越高。 

本文依据方时姣和肖权[26]的指标体系构建本文的生态福利绩效指标体系：投入指标、非意合产出指标和意合产出指标，如表

1所示。 

表 1生态福利绩效评价指标 

类别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投入 资源消耗 

水资源消耗 人均用水量 

能源消耗 人均煤炭消耗量 

土地消耗 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意合产出 人类发展指数 

医疗卫生水平 平均预期寿命 

受教育程度 平均受教育年限 

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 GDP 

非意合产出 环境污染 

固体废弃物排放 人均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 

废水排放 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 

废气排放 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 

 

其中，平均预期寿命依据徐昱东等[27]的测度方法而得，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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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Q表示平均受教育年限，P代表各类学历受教育人数。 

2.2 区域差异分解方法 

Dagum 最初用于衡量收入不均衡问题[28]，其优势在于能够分解地区间不均衡，将其分解为：区域内不均衡、区域间不均衡和

超变密度，即 G=GW+Gnb+Gt。超变密度是指区域间重叠引起的不均衡。生态福利绩效总体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按照我国通常的东中西部区域的划分标准，将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依照不同的所属区域划分为上游、中游和下游，k

表示区域划分个数，k=3；n 表示省份个数，n=11；yij(yhr)是 j(h)区域内省份的生态福利绩效综合指数， 是区域生态福利绩效

的均值，基尼系数越大，表明生态福利绩效越不均衡。 

区域 j的基尼系数 Gjj表示为： 

 

区域内部差异 GW表示为： 

 

区域 j和 h之间的基尼系数 Gjh、区域间净值差异 Gnb、超变密度 Gt可以分别表示为： 

 

式中： 为 j 区域内省份数与长江经济带省份数总数的比值；Djh衡量的是区域 j 和区域 h 之间生态福利绩效的互动影

响，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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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djh和pjh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djh是指区域间生态福利绩效的差值，pjh为超变一阶矩，Fj(Fh)为 j(h)地区的累积分布函数。 

2.3 收敛模型与指标选取 

(1)δ收敛。 

为揭示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区域之间生态福利绩效的离差随时间推移发生变化的情况，本文采用δ收敛模型考察长江经济

带上中下游区域之间生态福利绩效的离散程度大小，具体公式为： 

 

式中：j表示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三个区域(j=1,2,3)，Nj为各区域内的省份数，i表示区域内的省份(i=1,2,3,…)，EPij为

j区域 i省份生态福利绩效值， 为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的平均值。 

(2)β收敛。 

β 收敛是指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区域生态福利绩效逐渐收敛到相同的水平，即生态福利绩效较低的区域与生态福利绩效较

高的区域相比具有较高的增长速度。绝对β收敛模型形式为： 

 

式中： 表示 i省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在第 t+1 期的增长率，EPit+1和 EPit分别表示第 t+1 期和 t期生态福利绩效，

α为常数，β为收敛系数，εit为随机误差项。若β<0，则区域间生态福利绩效存在绝对收敛。 

生态福利绩效的条件β收敛表示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各区域生态福利绩效趋于收敛于各自的稳定水平。考虑到面板数据具

有大量的信息优势，以及本地区对其他地区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影响，构建了包括空间权重的空间模型，其条件β收敛模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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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式为： 

 

式中：当δ=θ=λ=0时，为空间滞后模型(SAR)；当ρ=δ=θ=0 时，为空间误差模型(SEM)；当λ=0时，为空间杜宾模型

(SDM)。其中，X表示控制变量，Wit为空间权重矩阵(设定为一阶邻近空间权重矩阵)；ρ、δ、θ是空间效应系数，β为收敛系

数，α是常数项，εit为误差项。 

在构建条件β收敛模型时，本文考虑了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外资利用、环境规制以及技术进步等控制变量。经济发

展水平(PGDP)的提升不仅能保证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还能促进医疗、教育水平的水平。产业结构(IND)用第三产业产值占

GDP 比值来表示，第三产业占比的提升一定程度上会降低污染排放水平，污染排放降低会促进生态福利绩效提升。外资利用(FDI)

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一方面外商投资会导致污染排放加剧，形成“污染天堂”假说，另一方面外商投

资引入新的技术和管理经营，形成技术外溢效应。环境规制(ER)用排污费收入占GDP 比重表示，关于环境规制有“遵循成本说”

和“创新补偿说”。技术进步(TC)采用专利授权数量表示，技术进步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技术进一步提升企业生产效率，

另一方面技术进步投入成本会挤占企业生产总成本，形成“挤出效应”。 

本文所涉及的数据均源于 2005—2019年的《中国宏观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卫生统计

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以及 EPS数据库。 

3 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的区域差异及来源 

3.1 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的测度结果 

基于超效率 SBM 效率测度方法计算得到 2004—2018 年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份生态福利绩效值。从表 2 可以得出：第一，长

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呈现稳定持续上升趋势，生态福利绩效值由 2004 年的 0.707 上升到 2018 年的 0.884，年均增长率为

1.669%，说明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和环境建设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但生态福利绩效仍存在较大改进空间。第二，2004—

2018 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均值为 0.824，下游区域均值为 0.981，中游区域均值为 0.819，上游区域均值为 0.710，呈现出下

游最大，中游次之，上游最小的阶梯式分布格局，其中，上游与下游差距最大，为 0.271。 

表 2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生态福利绩效值 

省份 2004 年 2009 年 2014 年 2018 年 均值 年均增长率 

上海 0.973 1.026 0.986 0.983 1.001 0.069% 

江苏 0.932 0.964 1.014 1.025 0.968 0.665% 

浙江 0.802 1.073 1.033 1.103 0.974 2.502% 

下游均值 0.902 1.021 1.011 1.037 0.981 0.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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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0.789 0.860 0.835 0.879 0.832 0.760% 

江西 0.513 0.740 0.821 0.916 0.816 5.237% 

湖北 0.735 0.835 0.837 0.847 0.807 1.016% 

湖南 0.620 0.807 0.918 0.871 0.820 2.699% 

中游均值 0.664 0.811 0.853 0.878 0.819 2.148% 

重庆 0.579 0.598 0.758 0.831 0.710 2.902% 

四川 0.518 0.597 0.729 0.736 0.695 2.806% 

贵州 0.572 0.567 0.811 0.698 0.670 1.469% 

云南 0.747 0.732 0.802 0.834 0.766 0.776% 

上游均值 0.604 0.624 0.775 0.775 0.710 1.885% 

整体均值 0.707 0.800 0.868 0.884 0.824 1.669% 

 

3.2 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的区域差异分解 

运用 Dagum 基尼系数法对 2004—2018 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的总体差异以及上中下游区域生态福利绩效的区域内差

异、区域间差异以及差异来源进行了分解，结果如下。 

(1)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的总体差异。 

由图 1可知，总体基尼系数(G)由 2004 年的 0.121 下降到 2018 年的 0.072，降幅为40.50%，表明样本期间内长江经济带生

态福利绩效的总体差异呈现下降趋势。2004—2007 年总体差异显著下降，总体差异基尼系数由 2004 年的 0.121 下降至 2007 年

的 0.078，降幅为 33.54%。2007—2009 年总体基尼系数有一个显著而短暂的增幅，总体基尼系数由 2007 年的 0.078 增长至 2009

年的 0.118，增幅为 52.28%。2009 年以后总体基尼系数又呈现持续下降趋势，总体基尼系数由 2009 年的 0.118 下降至 2018 年

的 0.072，降幅为 38.98%。这反映了2004—2018 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的总体差异表现出递减趋势，表明生态福利绩效总

体协同性趋好，要使生态福利绩效的总体差异持续保持缩小趋势，尚需制定相关措施协同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等，以

缩小区域间生态福利绩效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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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的总体差异(2004—2018 年) 

(2)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生态福利绩效的区域内差异。 

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生态福利绩效的区域内差异变化趋势见图2。从区域内差异的变化趋势来看，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的内

部差异总体呈现波动下降趋势。上游区域从 2004 年的 0.072 下降至 2018 年的 0.041，降幅为 75.61%。中游区域从 2004 年的

0.089 下降至 2017 年的 0.015，降幅为 493.33%。下游区域从 2004 年的 0.042 下降至 2017 年的 0.026，降幅为 61.54%。其中，

上游区域在 2004—2008年呈现小“W”波动趋势，2008—2018年区域内差异呈现大“W”波动趋势，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中游

区域由 2004 年的 0.089突降至2006年的 0.016，2007—2018 年稳定下降，降幅较大。下游区域内差异在 2004—2018年稳定下

降。从区域内差异的水平值来看，上游、中游和下游的均值分别为 0.043、0.028 和 0.019，呈现上游>中游>下游阶梯形分布格

局。上游区域内差异最大的原因可能在于区域内各省份生态福利绩效值差异悬殊。显然，尽管下游区域间差异最小，但其区域内

下降幅度却小于中游区域，因此，为缩小下游区域生态福利绩效的区域内差异应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 

(3)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生态福利绩效的区域间差异。 

图 3显示了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生态福利绩效的区域间差异。从区域间差异变化趋势来看，中游与上游、下游与上游、下游

与中游区域的区间差异均呈下降趋势，降幅分别为 98.04%、43.83%、127.90%。从区域间差异来看，上游与下游差异最大，差值

为 0.097，下游与中游差异次之，其值为 0.058，中游与上游差异最小，其值为 0.052，说明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高水平区

域与生态福利绩效低水平区域差异非常显著。 

(4)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区域差异来源及其贡献率。 

 

图 2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生态福利绩效的区域内差异(2004—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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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生态福利绩效的区域间差异(2004—2018 年) 

从基尼系数的分解、各区域差异来源及其贡献率的结果上可发现(图 4)，长江经济带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超变密度的

年平均贡献率分别为 12.358%、84.863%、2.855%，表明区域间差异是导致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区域差异的主要根源。具体

来看，在2004—2018 年内区域内差异的贡献率介于 6.011%～19.054%，整体波动且呈下降趋势，降幅为 34.41%。区域间差异的

贡献率介于 71.295%～92.291%，整体波动且呈现上升趋势，涨幅为 20.70%。超变密度的贡献率介于 0～9.686%，总体波动呈现

下降趋势，降幅为 84.59%。由于长江经济带区域间差异贡献率呈持续上涨趋势，长江经济带解决生态福利绩效发展不均衡问题

应着力缩小区域间差异。 

 

图 4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区域差异来源及其贡献率(2004—2018年) 

4 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收敛性分析 

4.1 生态福利绩效的δ收敛分析 

 

图 5长江经济带整体及上中下游区域δ收敛系数(2004—2018年) 

由图 5可知，长江经济带整体的δ收敛系数由 2004 年的 0.215 下降至 2018 年的 0.127，降幅为 40.93%，表明长江经济带

整体的生态福利绩效存在δ收敛，即生态福利绩效差距逐渐缩小。从区域划分看，2004—2018年上游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总

体上呈波动下降趋势，δ收敛由 2004 年的 0.142下降至2018年的 0.077，降幅为45.77%。2004—2018 年中游区域生态福利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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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水平总体呈现下降趋势，δ收敛由2004 年的 0.160 下降至2018 年的 0.028，降幅为 82.5%。下游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总体

呈现波动下降趋势，δ 收敛由 2004 年的 0.081 下降至 2018 年的 0.048，降幅为 40.74%。表明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区域生态福

利绩效均存在 δ 收敛，即这三个区域内生态福利绩效的差距有缩小的趋势，上游区域的生态福利绩效变异系数大于中游区域，

中游区域大于下游区域，生态福利绩效的地区不平衡存在缩小趋势，这与基尼系数的分析结论吻合。 

4.2 生态福利绩效的β收敛分析 

收敛检验假设区域间相互独立，但未考虑区域之间的空间依赖关系，而不同区域的生态福利绩效之间可能会存在空间效应，

因此，本文基于空间模型对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进行空间β收敛检验。 

(1)空间相关性检验。 

采用全局莫兰指数检验 2004—2018 年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生态福利绩效的空间相关性。从表 3 的检验结果来看，2004—

2018 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的全局莫兰指数均为显著为正，指数值区间为0.220～0.480，说明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份生态

福利绩效在地理空间上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显现空间关联和集聚特征，即当地的生态福利绩效会影响相邻区域的生态

福利绩效。全局莫兰指数检验说明，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存在空间效应，选用空间回归模型是合适和必要的。 

表 3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的全局 Moran’sI 指数(2004—2018 年) 

年份 Moran’sI Z 值 P 值 年份 Moran’sI Z 值 P 值 

2004 0.476 2.741 0.003 2012 0.429 4.173 0.000 

2005 0.254 2.342 0.010 2013 0.371 3.828 0.000 

2006 0.341 3.308 0.000 2014 0.237 2.852 0.004 

2007 0.467 4.305 0.000 2015 0.228 3.185 0.001 

2008 0.348 3.844 0.000 2016 0.371 3.355 0.000 

2009 0.364 3.820 0.000 2017 0.331 3.385 0.000 

2010 0.361 3.857 0.000 2018 0.398 3.797 0.000 

2011 0.366 3.993 0.000 — — — — 

 

进一步测算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的局部莫兰指数，并绘制出 2004 年和 2018 年生态福利绩效的莫兰散点图。从图 6 和

图 7可得，多数省份位于 H-H 和 L-L 象限。2004 年，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4个省份位于 H-H象限；2018 年，安徽从 H-H 象

限转向 L-H 象限。2004年，湖南、重庆、四川、贵州 4个省份位于 L-L象限，2018 年，湖北从 H-L象限转向 L-L 象限。云南一

直处于 H-L 象限，江西则一直处于L-H 象限。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的局部空间集聚状态处于一种稳定均衡状态，

有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并基本形成了以下游地区主的H-H 集聚区域和以上游地区为主的 L-L 集聚区域。 

(2)收敛模型检验。 

表 4结果表明，LR检验和 Wald 检验拒绝了 SDM 模型能转化为SEM 模型和 SAR 模型的原假设。因此，本文采用 SDM 模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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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3)绝对β收敛结果。 

从表 5结果可得，长江经济带整体、上游区域、中游区域、下游区域的β收敛系数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为显著为负，说明

其生态福利绩效存在绝对β收敛，即生态福利绩效的区域差异趋于缩小。由收敛系数的绝对值大小可以判断，各地区收敛速度

存在显著差异。长江经济带整体的收敛速度最快，下游区域收敛的速度最慢。 

(4)条件β收敛结果。 

表 6 的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整体、上游区域、中游区域、下游区域的条件收敛系数分别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

说明均存在显著的条件 β 收敛。与绝对 β 收敛系数的绝对值相比，长江经济带整体、上游区域、中游区域、下游区域的条件

β 收敛系数的绝对值更大，表明在考虑环境规制、外资利用、技术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影响因素后，其生态福利

绩效的收敛速度更快，长江经济带整体收敛速度最快，上游区域的收敛速度次之，中游区域的收敛速度排第三位，下游区域收敛

速度最慢。 

 

图 6 2004年局部Moran’sI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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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18年局部Moran’sI散点图 

表 4空间杜宾模型(SDM)适用性检验 

检验 

条件β收敛 绝对β收敛 

统计量 P值 统计量 P值 

LR 检验(SEM) 39.415 0.000 29.675 0.000 

Wald 检(SEM) 17.674 0.001 18.631 0.000 

LR 检验(SAR) 27.864 0.000 29.457 0.000 

Wald 检(SAR) 18.327 0.007 19.357 0.003 

 

表 5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的绝对收敛 

变量 整体 上游区域 中游区域 下游区域 

lnEPit -0.686***(-10.56) -0.526***(-4.85) -0.427***(-8.21) -0.109***(-8.12) 

WlnEPit 0.287***(3.02) -0.233*(-1.69) 0.163(1.22) 0.651***(3.26) 

ρ 0.151*(1.67) 0.234***(11.89) -0.032(-0.22) 0.058(0.699) 

R2 0.191 0.245 0.573 0.584 

log-L 209.590 67.163 83.329 72.377 

 

注：上角标*、**、***分别代表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值。后表同。 

由表 6 结果可知，长江经济带整体及上中下游生态福利绩效区域收敛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从长江经济带整体

看，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对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增长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环境规制水平提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助

于提升长江经济带整体生态福利绩效。从分区域层面看，上游区域环境规制对生态福利绩效增长率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环境规

制会促使上游区域生态福利绩效向高值收敛，这可能是由于环境规制促使上游区域的企业增加了创新投入，加快了企业绿色技

术进步，有效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减少了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等污染物排放，验证了“波特创新补偿假说”在上游区域

存在。中游区域的产业结构、环境规制对生态福利绩效增长率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中游区域的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能

促使生态福利绩效收敛于高值，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长江中游区域污染排放量，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能促进中游区域生

态福利绩效提升。下游区域的环境规制、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对生态福利绩效增长率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环境规制、技术进步、

经济发展会促使下游区域生态福利绩效向高值收敛，可能是因为下游区域的经济发展质量较高，人才集聚效应和技术水平较高，

环境规制强度也较为适宜，有利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升生态福利绩效。 

表 6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区域生态福利绩效的条件β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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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整体 上游区域 中游区域 下游区域 

lnEPit -0.761**(-11.85) -0.593***(-5.26) -0.523***(-9.54) -0.119***(-9.55) 

ER 0.0281*(1.82) 0.072**(2.01) 0.092***(2.98) 0.037*(1.66) 

FDI 0.098(1.15) 0.285(1.15) 0.021(0.97) 0.012(0.09) 

TC 0.004(0.19) 0.042(0.78) -0.027(-0.93) 0.033*(1.79) 

lnPGDP 0.072(1.16) 0.120(1.21) -0.167(0.44) 0.212**(2.00) 

IND 0.646***(3.15) 0.307(1.06) 0.144***(3.11) -0.595(-0.63) 

WlnEPit -0.044(-0.32) -0.274(-1.43) -0.173(-0.98) 0.002(0.01) 

WER 0.053*(1.81) 0.190***(3.63) 0.131**(2.20) -0.006(-0.20) 

WFDI 0.027(0.19) -0.840(-1.51) 0.151(1.63) -0.001(-0.10) 

WTC 0.007(0.20) 0.184
**
(2.51) -0.021(-0.34) -0.058(-1.18) 

WlnPGDP -0.050(-0.68) -0.422***(-3.21) 0.186(0.49) 0.310*(1.94) 

WIND -0.234(-0.75) 0.078(0.89) -0.202(-0.33) -0.196(-1.03) 

ρ 0.019***(6.01) -0.079(-1.44) -0.261*(-1.69) -0.268(-1.54) 

R2 0.209 0.235 0.549 0.457 

log-L 221.735 79.767 83.525 90.180 

 

综上所述，由于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技术水平等区域差异，使得上中下游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趋于收敛的影响因素存在

差异，因此，应该从上中下游区域的差异性角度出发，制定有针对性的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提升政策。 

(5)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不同空间权重矩阵对生态福利绩效的收敛性可能存在显著影响，本文进一步采用地理权重矩阵和经济地理权重矩阵

代替邻接矩阵验证表 5 和表 6 结果的稳健性，所有变量与前文保持一致。检验结果如表 7 与表 8 显示，长江经济带整体、上中

下游区域均存在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且系数及显著性基本与前文保持一致，表明了在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生态福利绩效的绝

对收敛和条件收敛具有稳健性。 

表 7绝对β收敛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地理权重矩阵 经济权重矩阵 

整体 上游区域 中游区域 下游区域 整体 上游区域 中游区域 下游区域 

lnEPit -0.484
**
(- -0.446

***
(- -0.371

***
(- -0.112

***
(- -0.683

***
(- -0.487

***
(- -0.393

***
(- -0.1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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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3) 3.71) 6.39) 6.45) 8.92) 4.91) 8.32) 8.03) 

WlnEPi

t 

0.835*(1.84

) 
0.770(0.92) 0.320(0.14) 

0.153***(2.79

) 

0.210**(2.51

) 

0.191*(1.80

) 

0.347(1.02

) 

0.100**(3.05

) 

ρ 
-0.491***(-

4.73) 

0.995***(3.97

) 

0.949***(2.83

) 

-0.137***(-

6.61) 

-0.375*(-

1.81) 

1.151(1.50

) 

0.791(0.02

) 

-0.162(-

0.69) 

R2 0.169 0.181 0.554 0.502 0.173 0.229 0.564 0.567 

log-L 199.632 81.143 93.083 88.788 210.898 65.505 82.663 71.369 

 

表 8条件β收敛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地理权重矩阵 经济权重矩阵 

整体 上游区域 中游区域 下游区域 整体 上游区域 中游区域 下游区域 

lnEPit 
-0.563***(-

6.74) 

-0.518**(-

2.01) 

-0.461***(-

7.97) 

-0.199***(-

5.35) 

-0.539***(-

4.59) 

-0.464***(-

6.00) 

-0.347***(-

8.68) 

-0.184***(-

5.10) 

WlnEPi

t 

0.425***(4.99

) 

0.231**(1.98

) 

0.439(1.47

) 

0.103(1.19

) 

0.406**(2.09

) 

0.212**(1.92

) 

0.483(1.17

) 

0.362*(1.72

) 

ρ 
-0.622***(-

3.93) 

0.109**(1.97

) 

0.269(1.07

) 

-0.274*(-

1.78) 

-0.106**(-

2.12) 
0.615*(1.87) 

0.248(0.84

) 

-0.373*(-

1.87) 

R2 0.204 0.173 0.217 0.285 0.230 0.194 0.195 0.351 

log-L 223.754 74.673 89.103 89.354 215.536 76.585 84.943 87.721 

 

注：限于篇幅，本表仅显示条件收敛系数，省略了影响因素的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超效率 SBM 法测算了 2004—2018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采用 Dagum 基尼系数分解法深入剖析了长江经济带

生态福利绩效区域差异及来源，并分别检验了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的δ收敛和β收敛。研究表明：第一，长江经济带生态

福利绩效均值为 0.824，整体上呈现稳定持续上升趋势，并呈现出下游最大，中游次之，上游最小的阶梯式分布格局。第二，从

区域差异来看，无论是长江经济带整体还是上中下游生态福利绩效的总体差异均呈现缩小趋势，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区域

间的差异呈下降趋势，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是区域间不平衡。第三，从空间相关性看，长江经济带生态

福利绩效存在显著正向的空间依赖性，形成了下游区域 H-H 集聚以及上游区域 L-L 集聚。第四，从收敛性来看，长江经济带整

体、上游、中游以及下游区域的生态福利绩效均存在δ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但考虑了相关影响因素之后，条件

β收敛的速度快于绝对β收敛。针对上述结论的政策建议有： 

(1)着力提升要素利用效率。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要从要素投入着手，加大研发投入，增强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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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密集度，加快清洁能源的研发和利用，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提升企业绿色生产率，提高要素利用效率，减少企业污染排放，

从而提升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2)建设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体系。加快长江经济带要素一体化市场建设，打破要素流动壁

垒，不断提升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跨区域产业布局规划，建设开放和统一的全流域要素市场开放体系，促进要素资源优化

配置，从而促进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的协同发展。(3)加强区域协同合作和优势互补。下游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受教育程度、

对外开放程度等优势明显，中上游区域有自然资源丰富、经济潜力大等优势，要高度重视区域协同合作，充分发挥下游区域的示

范效应，强化下游区域的空间溢出效应，加强区域协调和优势互补，协同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带动中上游区域生态福

利绩效的提升。(4)突显区域政策差异，促进区域差异化发展。突显区域政策的侧重点，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发展，下游区域重

点追求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和生态保护的一体化发展。中游区域重点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淘汰落后产能、培育新兴产业，引进绿

色技术。上游区域积极发挥生态环境优势，加大对技术的开发和引进，合理加大环境规制强度，严控环境污染。上中下游在环境

政策、科技政策、教育政策、产业政策等领域分别采取各有侧重和差别的政策措施，突出区域政策的不同着力点，走差异化发展

之路，以促进本区域的生态福利绩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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